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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代持股权强制执行中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
王 锋

(华东政法大学 法律学院,上海200042)

摘 要:在代持股权被名义股东的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时,隐名股东为实现投资权益显名化将自己变更

为登记股东,在诉讼选择上,不应在执行异议之诉中一并提起股权确认之诉,而应先通过执行异议之诉排除

强制执行,再提起股权变更之诉。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认定应以区分说为标准,与外部关系无必然的联系。
外部关系适用外观主义原则,名义股东的债权人属于《公司法》第32条第3款规定的“第三人”范畴,在隐名

股东怠于消除股权登记不一致的权利外观且名义股东的债权人为善意时,隐名股东不能排除名义股东债权

人的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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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代持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较为常见的现

象,在股权代持中涉及多方法律关系,既包括名义股

东与隐名股东之间的代持关系,也包括隐名股东与

公司之间的公司内部关系,还包括隐名股东、名义股

东与公司外部债权人之间的外部关系,三种法律关

系相互交织,关系极为复杂[1]。在实践中,在名义股

东的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对代持股权强制执行时,隐
名股东往往会基于代持关系和公司内部关系以案外

人的身份提起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并且同时

提起确认代持股权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以期在外

部关系中排除强制执行并实现投资权益的显名化。
对于名义股东与隐名股东之间代持关系的认定,并
无太多争议,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并且股

权代持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
违背公序良俗,双方之间即存在真实有效的代持关

系[2]。公司内部关系涉及股东资格的认定问题,主
要存在着委托代理说、信托关系说和无名合同说三

种学说,且争议较大[1]。隐名股东在提起执行异议

之诉中同时要求确认股东资格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投

资权益显名化且将自己变更为登记股东,但对于隐

名股东该如何进行诉讼选择,以及在执行异议中同

时提起股权确认之诉能否实现其目的,却鲜有讨论。
在外部关系中隐名股东能否排除名义股东债权人的

强制执行涉及外观主义的适用,争议的焦点则是名

义股东的债权人是否属于《公司法》第32条第3款

规定的“第三人”范畴,以及其对股东登记的权利外

观是否享有信赖利益[3]。本文拟从隐名股东投资权

益显名化的诉讼选择、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认定以

及隐名股东能否排除名义股东债权人强制执行的判

断三个方面来论述代持股权强制执行中隐名股东的

法律地位。

一、从一则案例看司法审判中的态度

在“黄德鸣、李开俊与皮涛、广元市蜀川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执行异议之诉再审案”①中,黄德鸣原系

蜀川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后将股权转让他人

并退出公司。2012年其通过蜀川公司参与投资设

立新津小贷公司,投资500万元,占有5%的股权。
随后,黄德鸣、李开俊夫妻与蜀川公司签订了《确认

书》,约定双方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在具备过户

条件时,蜀川公司予以配合。黄德鸣实际参与了新

津小贷公司的经营管理,公司及半数以上股东均承

认其为实际投资人,并认可其股东身份,公司的分红

也是直接转入其个人账户。2015年蜀川公司因与

债权人皮涛之间存在民间借贷被起诉,法院判决蜀

川公司归还皮某借款452万元。判决生效后,蜀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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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并未履行还款义务,于是皮涛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一审法院查封了蜀川公司持有的新津小贷公

司5%的股权。随后,黄德鸣、李开俊夫妻以案外人

身份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被裁定驳回后,又提起执

行异议之诉,其请求为:(1)确认案涉股权归其所有;
(2)解除对案涉股权的查封并不得执行。

一审法院支持了黄德鸣、李开俊夫妻的诉讼请

求。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二审中撤销了一审民事

判决,并驳回了黄德鸣、李开俊夫妻的诉讼请求。其

理由为黄德鸣、李开俊夫妻作为实际出资人,其请求

确认案涉股权归其所有,是将其享有的债权性投资

权益和投资权益显名化的债权请求权,直接转变为

对案涉股权的所有权,实质是变相对处于查封状态

下股权的权属进行变更和处分;依据商事外观主义

原则,黄德鸣在能够预知权利外观与实际状况不一

致时可能产生的风险,却未消除该风险,存在过错,
且《公司法》第32条第3款规定中的“第三人”不限

于基于权利外观的信赖与登记股东发生股权交易的

“第三人”。
最高人民法院在再审中虽然维持了二审判决,

但判决的理由与二审法院并不完全相同。理由

如下。
第一,投资权益显名化的核心是确认代持股权

的法律关系,恢复事物的本来面目,保护实际出资人

对案涉股权享有的实际权益。
第二,如果代为持股形成在先,则根据商事外观

主义,债权人的权利应当更为优先地得到保护;如果

债权形成在先,则没有商事外观主义的适用条件,隐
名股东的实际权利应当得到更为优先的保护。案件

中股权代持形成在先,皮涛的利益应当得到优先

保护。
第三,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有关公示体现出

来的权利外观,导致“第三人”对该权利外观产生信

赖,即使真实状况与“第三人”信赖不符,“第三人”的
信赖利益也应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名义股东的非

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亦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

人”范畴。黄德鸣、李开俊夫妻与蜀川公司之间的股

权代持关系虽真实有效,但其仅在双方之间存在内

部效力,对于外部“第三人”而言,股权登记具有公信

力,隐名股东对外不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不得

以内部股权代持关系有效为由对抗外部债权人对显

名股东的正当权利。
从上述案例中可以看出,第一,最高人民法院认

定投资权益显名化的核心是确认代持股权的法律关

系,隐名股东可以进行投资权益显名化,但对于在执

行异议之诉中隐名股东如何实现投资权益显名化以

及能否通过一并提起股权确认之诉实现投资权益显

名化,并没有明确的态度。
第二,股东资格的确定直接关系到股东权利的

享有和义务的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只是认定隐名股

东对外不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但并未涉及股

东资格的认定标准。
第三,在对隐名股东能否排除名义股东强制执

行判断上,最高人民法院认定名义股东债权人是否

属于《公司法》第32条第3款规定的“第三人”范畴

不明确,但却认为外观主义原则的适用应限定在代

持股权先于债权形成的情形。以下针对存在的三个

问题分别进行论述。

二、隐名股东投资权益显名化的诉讼选择

代持股权被名义股东的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

时,隐名股东可以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并且依

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312条第2款的规定,还可

以同时提起确认代持股权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股

权确认之诉与不动产确认之诉存在很大差异,不动

产登记具有设权效力,不动产登记簿中登记的权利

人被推定为所有权人,不动产的买受人或以不动产

抵债的债权人,在不动产未完成变更登记前,对不动

产并不享有物权,因此,在执行异议之诉中,买受人

或以物抵债的债权人并不能提起确认房屋归其所有

的确认之诉[4]。而股权的工商登记并非设权登记,
实际股东和登记股东可能并不一致,隐名股东基于

代持关系和公司内部关系可以提起股权归其所有的

确认之诉。在前述案例中,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认

为投资权益显名化是变相对已查封股权的处分和转

移而不予支持的观点并不正确,最高人民法院已经

予以纠正。但在执行异议之诉中,隐名股东选择一

并提起股权确认之诉并不能够最终实现股权变更登

记的目的。
第一,欲实现股权变更登记,隐名股东只能提起

股权变更登记的给付之诉。诉的种类分为给付之

诉、确认之诉和形成之诉,隐名股东提起确认股权归

其所有的诉讼属于股权确认之诉。股权确认之诉只

是确认隐名股东是否享有所争议的股权,并不改变

原来已存在的股权关系,确认之诉判决也没有执行

力,因此,隐名股东即使取得胜诉判决,依然无法通

过申请强制执行来实现股权变更登记的目的。股权

变更登记属于给付之诉,给付之诉判决具有执行力,
义务人不履行判决的,权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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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隐名股东在执行异议之诉中不能提起股

权变更登记之诉。在执行异议之诉中,隐名股东提

起股权变更登记之诉的权利受到限制。首先,执行

异议之诉的目的主要是审查隐名股东对被执行的股

权享有的权利是否能够阻却申请执行人的强制执

行,而隐名股东能否变更为登记股东需要对股东资

格和其他股东的意见等方面进行审查,股权变更登

记之诉与执行异议之诉的审查范围并不相符。其

次,隐名股东提起股权变更之诉,应将公司列为被

告,但依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307条和第308条

的规定,执行异议之诉的原被告为隐名股东和申请

执行人,被执行人持反对意见的列为被告,不反对的

可以列为“第三人”。即在执行异议之诉中,公司并

非案件当事人,法院无法对隐名股东股权变更的诉

讼请求进行审理和判决。再次,将公司以“第三人”
的身份纳入执行异议之诉中,只会造成程序上的拖

延,与执行异议之诉快速解决申请执行人与异议人

纠纷的目的相矛盾。
综上,在代持股权被名义股东的债权人申请强

制执行时,隐名股东欲进行投资权益显名化,实现股

权变更登记的目的,在诉讼选择上,并不应在执行异

议之诉中一并提起股权确认之诉,而是应先通过执

行异议之诉排除强制执行,再另行提起股权变更登

记之诉。

三、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认定

隐名股东是指基于规避法律或其他利益需要的

原因,以他人名义进行出资,并在公司的章程、股东

名册和工商登记中记载为他人的出资人。《公司法

解释(三)》第24条对隐名股东的权利进行了规定,
第1款规定了股权代持协议的效力问题,只要股权

代持协议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就为有效;第2款

规定了投资权益的归属问题,隐名股东实际履行了

出资义务,名义股东并未实际出资,因此隐名股东享

有实际的投资权益;第3款规定了隐名股东投资权

益显名化的问题,隐名股东在经公司其他股东过半

数同意后,可以将自己变更为登记股东。该条并未

明确到底是隐名股东还是名义股东为法律上的股

东,因此,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很多争议。
隐名股东可以分为完全隐名和不完全隐名两种

形式。完全隐名是指对公司隐名,公司对于隐名投

资关系并不知情;不完全隐名是指仅对公司外部隐

名,公司内部了解或认可隐名投资关系。对于隐名

股东和名义股东到底谁具有股东资格这一问题,理
论界主要存在形式说、实质说和区分说三种观点。

形式说认为,应将名义股东视为法律上的股东。
其一,隐名股东虽然为实际出资人,但公司章程、股
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中的股权登记所有权人均为名义

股东,名义股东在法律上享有股东权利和承担股东

义务,隐名股东仅仅依据股权代持协议享有间接的

投资权益。其二,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只能由名义股

东做出,即使隐名股东实际参与表决,但也只能以名

义股东的代理人做出,并且公司的内部决议还可能

会对公司外部产生效力,如认定隐名股东为法律上

的股东,将会增加交易成本和公司的负担,使公司卷

入纠纷之中[5]244-245。
实质说认为,应将隐名股东视为法律上的股东。

其一,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之间的股权代持协议是

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并不违反私法自治原则,法律

应予以尊重。其二,隐名股东实际进行了出资,并最

终享有投资权益,在不完全隐名的情况下还直接参

与公司的管理,并且隐名股东还可以选择投资关系

显名化,将自己变更为登记股东,将隐名股东视为法

律上的股东能做到名实相副。
区分说认为,应区分完全隐名和不完全隐名两

类隐名出资来认定实际股东身份。完全隐名属于真

正的隐名出资,名义股东为实际上的股东;在不完全

隐名时,如果公司内部和超过半数以上股东均认可

隐名股东的股东身份,隐名股东实际行使了股东权

利,那么此时对公司内部来说并不属于隐名出资,隐
名股东应为法律上的股东[6]。

形式说虽然在股东资格的认定上比较明确,但
股权登记并非设权登记,将隐名股东的权利完全等

同于债权,对于隐名股东保护严重不足。实质说也

存在不足:首先,公司作为商事主体,更加注重的是

交易的效率和安全,在交易过程中,交易相对人更加

依赖外观表示来确认股东身份,让交易相对人核实

名义股东是否为真正的股东,必然造成法律关系的

不稳定,增加交易成本,损害交易安全;其次,隐名股

东以股东身份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在现行法

中并无依据[7],在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或者进行借款

而进行股东会决议时,则会出现到底是应由隐名股

东还是由名义股东在股东会中进行表决、名义股东

进行表决的决议是否有效等问题;再次,在法律对股

东资格有限制或者未经过半数股东同意时,隐名股

东无法实现投资显名化,并且从隐名股东显名化时

需要公司过半数股东同意的条件中可以看出,隐名

股东显名化采取了与股权对外转让相同的规则,将
隐名股东视为法律上的股东将会产生自相矛盾的结

果;最后,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26条的规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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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出资不实时,公司债权人可以请求名义股东在未

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而名义股东只能在承担责

任后向隐名股东进行追偿,这说明在此等情况下依

然将名义股东视为法律上的股东。
比较而言,笔者赞同区分说,股东资格的确认关

系到到底是应由隐名股东还是名义股东在公司内部

关系中享有股东权利和承担股东义务,因此,认定标

准必须予以明确。在隐名股东完全隐名时,名义股

东为登记股东,同样为法律上的股东,隐名股东仅仅

基于代持关系享有债权性权利,在公司内部并不享

有股东权利,在外部关系中也不能对抗债权人。在

隐名股东半隐名时,如果隐名股东在公司内部关系

中实际参与公司运作,并且具备股权变更登记条件

的,则应认定隐名股东为法律上的股东,否则,应认

定名义股东为法律上的股东。股东资格的认定关系

到由谁在公司内部享有股权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
与外部关系并无直接的关联。在代持股权被强制执

行时,无论是隐名还是半隐名,隐名股东在代持关系

和公司内部关系中的权利并不受到影响,隐名股东

可以选择通过向名义股东的债权人代偿的方法来避

免股权被强制执行,并且在代偿后可以向名义股东

进行追偿,也可以选择通过在外部关系中直接排除

强制执行的方法避免股权被强制执行,但能否排除

执行应依据外观主义原则进行判断。

四、隐名股东能否排除名义股东债权人

强制执行的判断

(一)最高人民法院前后判例中的不同

观点

股权处分的相对人属于《公司法》第32条第3
款规定的“第三人”范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均不存

在异议,但对于名义股东的债权人是否属于“第三

人”的范畴,则存在很大争议,最高人民法院观点在

不同的案例中也并不一致。在前述案例中,最高人

民法院依据外观主义原则,认为股权登记表现出来

的权利外观导致了“第三人”产生信赖,“第三人”的
信赖利益应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非基于股权处分

的债权人亦属于《公司法》第32条第3款规定的“第
三人”范畴,但如“第三人”债权先于股权代持形成

的,则“第三人”并未产生信赖,无商事外观主义的适

用条件。
在2015年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南郊

支行与上海华冠投资有限公司、陕西西安成城经贸

有限公司、西安海舟实业有限公司、西安长安影视制

作有限责任公司执行异议之诉再审案”②中,最高人

民法院则认为,商事外观主义是一项在特定场合下

权衡实际权利人与外部“第三人”之间利益冲突所应

遵循的法律选择适用准则,非股权交易的“第三人”
并无信赖利益保护的需要,不属于商事外观主义原

则的适用范围,若适用商事外观主义原则,将严重侵

犯隐名股东的合法权利。
在2016年的“王仁岐与刘爱苹、长春中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詹志才、陈秀菱案外人执行异议之

诉再审案”③中,最高人民法院则认为,工商登记是

对股权情况的公示,具有公信力,根据商事外观主义

原则,股权代持协议仅具有内部效力,对外不具有公

示股东的法律地位,股权处分的债权人、与公司交易

的善意“第三人”和登记股东之债权人均可以对该权

利外观产生信赖,均属于《公司法》第32条第3款所

称的“第三人”范畴。并且在该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并

未依据股权代持与债权形成时间的先后对登记股东

的债权人进行限定,债权先于股权代持形成的,依然

适用商事外观主义原则。
(二)依外观主义对隐名股东与债权人间

的利益进行衡量

《民法典》第65条规定的“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

记的事项不一致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被认为

是法人登记对抗力、公信力的一般规定。《公司法》
第32条第3款的意旨与之相一致,其法理基础为外

观主义。外观主义肇始于德国民法,为民商法的一

项重要原则,涵盖了许多具体的法律制度,如善意取

得、表见代理、表见代表、表见合伙、票据登记、商事

登记等。商法比民法更加注重交易安全,外观主义

在商事具体制度中的应用更加广泛,是商法很多条

文的基础[8]75。外观主义的本质是信赖保护,是衡

量本人与外观信赖人之间利益冲突所应遵循的规

则。一般认为,外观主义的构成要件包括外观事实

的存在、本人与因、相对人的善意信赖[9]48。

1.隐名投资关系中的权利外观

商事外观主义的适用前提是存在外观事实,且
外观事实与真实的法律状态相背离。股权登记属典

型的商事登记,为登记性权利外观。在隐名投资关

系中,隐名股东通过股权代持协议,享有最终的投资

收益,但股权却登记为名义股东,造成权利的真实状

态与外观状态不一致。股权登记具有对抗效力,对
抗效力可以分为消极对抗效力和积极对抗效力。消

极对抗效力是指“应登记而未登记”时,登记主体不

能以未登记事实来对抗善意“第三人”;积极对抗效

力是指“已登记但不正确”时,即使登记是不正确,
“第三人”也可以援用已登记事项对抗商事主体[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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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在商事登记领域,存在对抗力与公

信力混用现象,对抗效力仅适用于登记对抗场合,公
信力适用于登记生效场合。股权登记并非股权转让

的生效要件,仅具有对抗效力,因此,对于名义股东

的债权人是否属于《公司法》第32条第3款规定的

“第三人”范围,应参照《物权法解释(一)》第6条关

于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特殊动产的规定,将登记

的所有权人的债权人排除在“第三人”范围外,即名

义股东的债权人不属于《公司法》第32条第3款规

定的“第三人”的范围[6]。
股权登记并非股权的生效要件,这点与不动产

登记存在不同,但将股权登记的效力完全与特殊动

产登记的效力等同,进而将名义股东的债权人排除

在《公司法》第32条第3款规定的“第三人”范围外

并不恰当。不动产登记为纯粹的权利外观,具有非

常强的公信力,即使在本人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受让

人依然可以善意取得该不动产,而对于船舶、航空器

和机动车等特殊动产,法律明确规定采取登记对抗

规则,因此登记只具有宣示性效力。股权登记的效

力虽比不上不动产登记,但其明显强于特殊动产的

登记,申请股权工商登记的主体为公司,公司应当及

时、正确地将真实股东登记为股东,真实股东也有权

利要求公司将自己登记为股东,并且股权登记有国

家公权力的介入记,使公众对股权登记产生信赖,股
权登记在商事法律关系中已成为一种很重要的权利

外观,即使股权登记与股权变更存在时间差,“第三

人”也能够通过核查公司的股东名册、章程等确定真

实的股东。因此,在隐名投资关系中,公司章程、股
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中的股权登记,均为真实有效的

登记,构成权利外观,具有公信力。

2.对隐名股东可归责性的判断  
对“第三人”的利益进行保护就意味着对真实权

利人的损害,因此,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为什么真实权

利人需要承担不利后果。商事外观主义原则是通过

可归责性来解决这一问题,即外观事实是由真实权

利人的原因形成的。法律中的可归责性,实际上是

一种风险分配机制[10]。在隐名投资关系中,隐名股

东有其特殊的利益需求和目的考虑,其采取积极行

为促成权利外观事实的形成,因此,股权登记不一致

的情况与隐名股东的本意相符。这种股权代持给隐

名股东带来利益的同时也产生了风险,如股权被名

义股东处分或被名义股东的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
而对于这些风险隐名股东是可以预知并能够分散和

管控的[11]。
对于名义股东处分股权的风险,虽然《公司法解

释 (三)》第25条规定了名义股东处分股权参照善

意取得的规定处理,但很多学者认为名义股东处分

其名下的股权应为有权处分。在完全隐名时,无论

采取何种理论,均认为隐名股东并非法律上的股东,
名义股东处分股权应为有权处分,股权被名义股东

处分后,隐名股东可以通过向名义股东追偿来维护

自己的权益。在不完全隐名时,按照实质说和区分

说的观点,隐名股东在得到公司和半数以上股东的

同意并认可其股东身份,并实际参与公司的管理时,
隐名股东为实际上的股东,名义股东处分股权的构

成无权处分,进而适用善意取得的规定。但在股权

对外转让中,其他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在名义股东

处分股权时,隐名股东可以通过其他股东或公司了

解情况,并及时阻止交易的进行。因此,对于名义股

东处分股权的这种风险,隐名股东可以采取不完全

隐名等措施进行控制。
同样,对于股权存在被名义股东的债权人申请

强制执行的风险,隐名股东也是可以预见并进行控

制的。作为民商事主体,隐名股东和名义股东均须

与“第三人”发生经济活动,并因而成为债务人。隐

名股东和名义股东名下的财产,包括登记的股权在

内,均有被其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的风险,也就是说

无论股权登记在隐名股东名下还是登记在名义股东

名下均有被申请强制执行的风险,隐名股东可以通

过谨慎选择名义股东并积极关注其财务状况等手段

来减少这种风险。
无论是股权被名义股东处分的风险还是股权被

名义股东的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的风险,对于隐名

股东来说都是可以预知的,并且这种风险在其可以

控制的范围内,隐名股东怠于消除这种权利外观事

实,致使风险发生的,其具有可归责性,应当承担不

利的法律后果。

3.对名义股东债权人(第三人)的考察

依据商事外观主义对“第三人”进行保护的原因

是“第三人”具有需要保护的信赖利益。信赖从本质

上来说是一种主观的心理状态,很难予以证明,因
此,纯粹的主观信赖并非法律调整的对象。法律所

保护的信赖具有客观性,是基于信赖从事相关的行

为,即信赖行为,同时要求信赖是善意无过失的。在

隐名投资关系中,股权处分的相对人在进行股权交

易前,其必然要查看了解股权的登记情况,正是因为

对股权登记的外观事实产生了信赖,才进行了交易,
因此,股权处分的相对人对外观事实具有信赖利益。
但名义股东的债权人同样具有信赖利益,《公司法》
第32条第3款中的“第三人”和《民法典》第65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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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善意相对人”均应包括名义股东的债权人[3]。
第一,名义股东的债权人产生信赖的基础是名

义股东全部的资产状况。与股权处分相对人不同,
名义股东的债权人在与名义股东发生交易时,在通

常情况下是不会查看股权登记情况的,名义股东并

非对股权登记情况产生信赖,而是对名义股东的整

体偿还能力产生信赖。偿还能力是以责任财产为基

础的,包括股权登记在内的财产均构成了名义股东

责任财产,即债权人对于名义股东名下包括股权登

记在内的财产状况均享有信赖利益。
第二,股权代持形成时间与债权形成时间并不

能改变债权人的信赖基础。对于股权处分相对人来

说,其信赖的基础是股权登记,因此必然要求股权登

记要先于债权的形成。但对于名义股东的债权人来

说,其信赖的基础是名义股东全部资产状况,并不限

于债权形成时的财产状况,名义股东的财产状况是

会随时发生变化的,并不以债权发生时的财产为限,
债权发生之后取得的财产,亦属于责任财产的范围,
亦可以构成信赖的基础。因此,股权代持形成时间

是否先于债权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均应适用商事外

观主义原则。
第三,从利益衡量上来说,对名义股东债权人的

信赖利益进行保护具有合理性。隐名股东和名义股

东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协议,而协议之外的“第三人”
很难了解或查询到,即使能够了解,但由于隐名股东

跟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关系更加紧密,债权人也很难

搜集到足够的证据来证明隐名投资关系的存在。例

如,否定名义股东的债权人的信赖利益,名义股东的

债权人因不存信赖利益无法对代持股权申请强制执

行,而隐名股东的债权人则因为无法证明隐名投资

关系无法对股权申请强制执行,隐名股东将很容易

借助隐名投资来逃避其债权人的执行。因此,从利

益衡量上来说,名义股东的债权人的信赖利益更值

得保护。当然,名义股东的债权人应为善意,如果债

权发生时,债权人已经明知或应当知道存在隐名投

资关系的,则名义股东的债权人不具有信赖利益,不
适用商事外观主义。

综上,依据外观主义原则,名义股东的债权人属

于《公司法》第32条第3款规定的“第三人”范畴,公
司章程、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中的股权登记,构成权

利外观,隐名股东怠于消除这种权利外观事实,具有

可归责性,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名义股东的

债权人在与名义股东发生交易时,是对名义股东名

下包括股权登记在内的整体财产状况产生信赖,与
股权代持是否先于债权的形成并无本质不同。在名

义股东的债权人应为善意时,隐名股东对代持股权

享有的权利并不能排除名义股东债权人的强制

执行。

五、结论

在代持股权被名义股东的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

时,隐名股东基于代持关系和公司内部关系可以在

执行异议之诉中一并提起股权确认之诉,但确认之

诉判决并无执行力,隐名股东不能依据确认之诉判

决变更股权登记。隐名股东应先通过执行异议之诉

排除股权强制执行,再通过股权变更之诉将股权变

更到自己名下。股东资格的认定与外部关系并无必

然联系,应以区分说为标准进行认定,隐名股东在完

全隐名时,其不具有法律上的股东资格;在半隐名

时,如果隐名股东在公司内部关系中实际参与公司

运作,并且具备股权变更登记条件的,则应认定隐名

股东为法律上的股东,否则,应认定名义股东为法律

上的股东。在外部关系中,隐名股东可以通过向名

义股东的债权人代偿来避免股权被强制执行,也可

以通过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在外部关系中直接排除名

义股东债权人对代持股权的强制执行。在隐名股东

怠于消除权利外观事实,名义股东的债权人为善意

时,名义股东债权人的信赖利益更值得保护,隐名股

东对代持股权享有的权利并不能排除名义股东债权

人的强制执行。
注释:
①  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再45号民事判决书。

本文对案例进行了适当的删减,具体案件信息参见中

国裁判文书网:wenshu.court.gov.cn。

②  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2381号民事裁定书。

具体 案 件 信 息 参 见 中 国 裁 判 文 书:wenshu.court.

gov.cn。

③  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3132号民事裁定书。

具体案 件 信 息 参 见 中 国 裁 判 文 书 网:wenshu.court.

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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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StatusofDormantShareholdersintheEnforcementofEquityHoldings
WANGFeng

(SchoolofLaw,EastChina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Shanghai200042,China)

Abstract:Whenthecreditorofthenominalshareholderappliesforcompulsoryexecutiononbehalfoftheholdingequity,thea-
nonymousshareholderchangeshimselfintoaregisteredshareholderinordertomanifesttheinvestmentequity.Inthechoiceof
litigation,thelawsuitofequityconfirmationshouldnotbebroughttogetherwiththelawsuitofexecutionobjection,buttheen-
forcementshouldberuledoutfirstthroughthelawsuitofexecutionobjection,andthenthelawsuitofequitychangeshouldbe
brought.Theidentificationofdormantshareholders'shareholderqualificationshouldbebasedonthedistinctiontheory,which
hasnonecessaryconnectionwithexternalrelations.Externalismappliestoexternalrelations,andthecreditorsofnominal
shareholdersbelongtothecategoryofthethirdpartystipulatedinArticle32,paragraph3ofCompanyLaw.Whentheanony-
mousshareholdersarelazytoeliminatetheinconsistentappearanceofrightsinequityregistrationandthecreditorsofnominal
shareholdersareingoodfaith,theanonymousshareholderscannotexcludetheenforcementofcreditorsofnominalshareholde-
rs.
Keywords:equityholdings;dormantshareholder;nominalshareholder;enforcement;principleofexter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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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SystemConstructionofOnlineTrialProcedureinChina
LIYuyuan

(SchoolofLaw,BeijingUniversityofAeronauticsandAstronautics,Beijing100191,China)

Abstract:OnlinetrialistheproductofthedevelopmenttrendofInternettechnologyinthefieldofcivillitigationinChina.Toa
certainextent,itprovidesamoreefficientandeconomicpathforthepartiestoapproachjusticeandrealizejustice.However,

fromtheperspectiveofthecurrentapplicationofonlinecourtprocedure,thelagoflegislationleadstotheobviousdisconnection
betweenitssystemconstructionandpracticalexploration.Theconstructionofonlinetrialrulesshouldfollowthecurrentbasic

principlesofcivillitigation,fullyconsidertheparticularityofitstechnicalmeans,improvetheparties'recognitionofthejudg-
mentresultsthroughthestandardizationofthetrialprocedure,andconstructtheproceduralruleswithuniversalsignificance
andrelativestabilityassoonaspossible.
Keywords:onlinetrialprocedure;rulesoftrial;trial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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